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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忆、归思与本土认同:
朝鲜时代汉籍《思庵实记》相关问题考论

石 少 颖

　 　 内容摘要:朝鲜时代汉籍《思庵实记》是一部关于万历东征人物千万

里及其后裔流寓朝鲜事迹的私撰文献。 千氏流寓朝鲜三百余年,其历史

命运与朝鲜官方的政策取向、朝鲜士林的关注程度密不可分。 正是在朝

鲜后期“尊周思明”政策的背景下,千氏后裔顺势而动,积极融入朝鲜本

土社会,逐渐实现了身份的跨越和家族地位的提升。 千万里事迹也从家

乘文本的残阙记忆,到逐渐被朝鲜官方认可和传颂。 《思庵实记》编修的

真正目的并不在于辨明千氏东征事迹之细节,而是要为千氏家族找寻在

朝鲜的身份意义与历史定位。 尽管《思庵实记》存在讹误,但该书已然对

朝鲜官私历史书写产生了深远影响,是对明遗民与朝鲜本土社会关系展

开长时段研究的重要家族史案例。
关键词:《思庵实记》 　 万历东征　 明遗民　 文本记忆　 本土认同

引言

朝鲜时代汉籍《思庵实记》是一部辑录万历东征①人物千万里和千祥

父子之遗文、行迹的私撰文献。 此书原由千氏十一代孙千景懿对家谱做

整理而成。 后,千氏十三代孙千锡奎将千万里及其后人诗文、后世纪念碑

文以及东征明军文武诸将录等整理为上下二篇,于朝鲜宪宗十二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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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万历东征(1592—1598),中国学界又称之为“万历援朝战争” “万历援朝之役”或

“壬辰战争”。 韩国学界将第一阶段战事(1592—1593)称为“壬辰倭乱”,日本学界

称此阶段为“文禄之役”;韩国学界将第二阶段战事( 1597—1598) 称为“丁酉再

乱”,日本学界则将此阶段称为“庆长之役”。



(1846)刊行(该本可在东京大学图书馆阿川文库、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

等处查阅①)。 1871 年,千锡奎进一步补入千万里孙辈千泰智诗文《处士

公逸稿》并朝鲜时代文人所作《旧谱序》 《朝宗岩记实碑铭》等诸多内容,
将全书按照上下篇、共 4 卷再刊。 该本在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

究院、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、日本京都大学河合文库等处有收藏②。 1904
年又经千镀敏编,增加了《正祖御制诗》 《寒虚堂遗稿》等内容,对千锡奎

重辑本的目次有调整;此版现存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③,在其他机构暂

未查到。 1910 年的千玎洛重刊本,增加了《谥状》 《儒林上疏》 《缙绅上

疏》等内容,亦有目次调整;可在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、韩国国会图书馆

等处查阅④。 由于 1904 年、1910 年两个版本的核心内容仍是千锡奎 1871
年重辑本,且新增内容多摘自其他官私文献。 因此,本文选用 1871 年千

锡奎重辑本为研究对象。
《思庵实记》被中国学界最早使用,见于孙文良《明代“援朝逐倭”探

微》一文⑤,该文首次援引《思庵实记》中明军援粮数额,率先关注到万历

东征后勤问题。 此后,该书所记明军人数和粮饷数据又为国内多位学者

引用⑥,而千万里作为首批留在朝鲜的东征将士之特殊身份亦为明遗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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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 

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阿川文库藏木活字本,请求记号:H20:1554。 美国哈佛大学燕

京图书馆藏本,HOLLIS
 

编号:9900508102002039411。
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古活字本,请求记号:古 4660-2-v. 1-2。 韩

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古活字本,番号: 古朝 57- 182。 日本京都大学河合文库

藏木活字本,请求记号:河合文库シ-1,登录番号:199483。 本文引用该书文字,据
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,为省篇幅,均随文括注卷叶。
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木板本,请求记号: 古 2511-81-2。
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木板本,请求记号:

 

古 2511-81-5。 韩国国会图书馆藏木板

本,请求记号:古
 

920. 051
 

128 。
孙文良:《明代“援朝逐倭”探微》,《社会科学辑刊》 1994 年第 3 期,第 94—99 页。
下引孙说出自此文,为省篇幅,不再重复出注。
陈尚胜:《壬辰御倭战争初期粮草问题初探》,《社会科学辑刊》 2012 年第 4 期,第
174—182 页。 孙卫国:《万历朝鲜之役明军将士群体与指挥体制》,张伯伟主编:
《域外汉籍研究集刊》第二十辑,中华书局,2020 年,第 3—36 页。 万明:《万历援朝

之战时期明廷财政问题———以白银为中心的初步考察》,《古代文明》 2018 年第 3
期,第 93—107 页。 刘永连、段玉芳:《万历援朝抗倭战争明军兵力考》,中国朝鲜史

研究会:《朝鲜·韩国历史研究》第十七辑,延边大学出版社,2016 年,第 229—247
页。 张仲良:《明代山东半岛海防———以登、莱为例》,安徽大学硕士学位 (转下页)



史研究者所关注①。 然而,作为万历东征关联度较高的域外史籍,该书在

史实方面却存在诸多错误,这已经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。 如,孙文良指

出书中的《自叙》和《东征事实》两篇文章存在内容出入;刘永连等认为据

《思庵实记》统计援朝明军总数为 23. 4 万人,明显夸张②;万明也提到,
《思庵实记》记录明军提供“金 534000 两、银 159000 两”,明朝以白银为

货币,投入黄金比白银还多,令人无法相信③。 另外,韩国学者朴现圭认

为该书存在部分战役记录不实、部分诗作乃篡改他人作品之伪作等诸多

问题④。
由于《思庵实记》为私人所撰,其中很多内容确实很难溯源和自证。

这势必会给当今学者的研究带来干扰和不确定性。 那么,作为一部曾被

多次重刊的朝鲜时代汉籍文献,《思庵实记》的形成和内容究竟表达了编

纂者怎样的意图?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《思庵实记》里的这些讹误? 对于

这样一部反映万历东征将士留朝情况的海外珍稀资料,又该如何更好地

甄别和利用? 针对以上问题,本文拟再作详细考察。

一、《自叙》《东征事实》对千氏东征事迹记述之“虚”与“实”

《思庵实记》作为万历东征人物千万里、千祥父子流寓朝鲜事迹的文

献记录,包含千万里本人遗稿、朝鲜文人诗歌、后世所作祭文、奉安文、书
院上梁文以及东征明军将士名录等多种资料。 要想正确利用这些文献的

关键,首先就要搞清楚各篇目的作者和成书时间。 在这些文献中,只有

《自叙》以及《逸稿》(即《与同来诸公登头流山》组诗)、《聱轩逸稿》(千万

里长子千祥作)中部分诗文、《忧轩逸稿》 (千万里次子千禧作)、《处士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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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(接上页)论文(周致元指导),2013 年,第 39 页。 董建民:《壬辰御倭战争后期(1597-

1598)明军粮饷问题研究》,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(陈尚胜指导),2016 年,第 9
页。 等等。
李兆曦:《壬辰倭乱时期汉文化东渐朝鲜王朝研究》,延边大学博士学位论文(郑红

英指导),2022 年,第 100 页。
刘永连、段玉芳:《万历援朝抗倭战争明军兵力考》,《朝鲜·韩国历史研究》第十七

辑,第 230 页。
万明:《万历援朝之战时期明廷财政问题———以白银为中心的初步考察》,《古代文

明》2018 年第 3 期,第 107 页。
[韩]朴现圭:《〈思庵实记〉

 

千万里
 

》,《东亚人文

学》总第 53 辑,2020 年,第 268—292 页。



逸稿》(千祥长子千泰智作)、《宣传公逸稿》 (千祥次子千耕畴作)等篇

目,才是千万里与二子及孙辈的遗稿;其他记录明军东征诸将名单、出征

人数及粮草数量的文献,如《东征事实》 《壬辰东征文武诸将录》 《癸巳

东征文武诸将录》 《丁酉东征文武诸将录》 《奉诏敕慰诸臣录》 《东征时

军兵赏赐粮米金银蜀帛总录》等篇目,乃是千氏后人、辑录者千锡奎等

人依据其他史料编入的,成文于 19 世纪中叶,而非万历东征时期的实

时文献。
《思庵实记》里有关千万里东征事迹主要记录在《自叙》和《东征事

实》中。 《自叙》形成要早,略述千氏先祖事迹、千万里父子东征及留朝经

历;《东征事实》则晚了二百多年,专写明军东征过程,从壬辰年(1592)丰

臣秀吉侵朝开始,一直记述到明军经理万世德、大将李承勋率兵回国止,
叙事更加丰富。 不过,两部文献是否可以互证,其文字是否全部可信? 差

异又在哪里? 还是需要对比才能做出判断。
首先,我们看一下千万里家世情况。 千万里在《自叙》中称,其始祖

讳岩,颍阳人,“生于西蜀终北山下千古峰万仞岩,故因其所生之地,姓之

以千,名之以岩。 出仕于大明洪武元年,为都总将,以劳绩官至版图承

相”(卷一,叶十)。 父讳钟岳,曾守广原八年,刺史杨亿内怀凶谋,攻广

原,“公斩贼数级而身亦被数十创。 自知众寡不敌,挺身跃立于虎岩绝壁

之上,杖剑瞋目,大呼而卒”。 其后,州民称虎岩为将军岩,立祠于岩下,
朝廷赐额曰“忠义祠”(卷一,叶十一至十二)。 至于千万里,他自称“隆庆

五年乙未登武科状元”,“万历三年乙亥为总节使,出镇北路”,抵御蒙古

军入寇①,被召为内卫镇抚使,后又被召入太清殿守卫使兼总督五军帅

(卷一,叶十三)。 《自叙》用大半篇幅讲述了千氏祖上功绩,但文中人名、
官职、地名、事件等关键信息却很难从官方文献中确认真实性。 然而,从
朝鲜后世官私文献转引情况看,该《自叙》内容并没有受到太多质疑和排

斥。 毕竟,时代既远,后世鲜有人刻意去纠正一部家史的错误。 而且,千
万里用大量笔墨描述家族战功,突出了习武的忠义家风。 这对于高度推

崇儒家政治伦理的朝鲜社会,颇具吸引力。 尤其是其父千钟岳为国殉难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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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按,此处“登武科状元”一说不实,隆庆五年(1571)为辛未,该年武科状元为谢天

佑。 另外,关于千万里自述曾率骑兵攻杀蒙古兵之事,在《明实录》等文献里皆无记

录。



更为千万里增加了“广原遗孤” 的悲情色彩,从而使千氏一门“义烈亲

承”①的历史形象更加鲜明,也为烘托千万里父子启戎行于海左之壮行,
增添了豪迈之气。

其次,关于千万里东征时的军中角色。 《自叙》 《东征事实》 皆有叙

事,但给出的信息不尽一致。 千万里在《自叙》中称是“调兵领粮使兼总

督将”(卷一,叶十四),后世文献也常援引此说。 但是,“调兵领粮使兼总

督将”一词在其他战争记录中未曾出现过,明义会编《大明遗民史》解释

其相当于“食粮运搬及战斗司令官”②。 《东征事实》则称“千万里为运粮

官兼总督将,户部主事艾维新督饷”(卷三,叶三)。 “主事”已是官职较低

的办事官吏,《东征事实》将千万里排在兵部主事、赞画袁黄之后、户部主

事艾维新之前,说明千万里作为运粮官,职衔也不算高。 不过,这个排序

仅在《东征事实》中出现过,这一说法与《壬辰东征文武诸将录》将千万里

排在第三位(提督李如松、中协将李如柏之后)且冠以“钦差北路总节使

内卫镇抚太清殿守卫使兼总督五军帅中司马总督将、调兵运粮使” (卷

三,叶十三)的职衔相比,显然低调很多。 《癸巳东征文武诸将录》虽然提

到一位“运粮官”吴定邦(卷三,叶十五),但此人并非明朝人,而是朝鲜派

到旅顺口去接应明军、向导海运粮饷的武官③,这明显是《思庵实记》编纂

者对其他史料做改编时错放在明军将领名录里的。 另外,从《明神宗实

录》等官方文献看,明朝东征军战斗序列皆无千万里名字;壬辰至癸巳年

间明军主要督饷官员,当为艾维新无疑④。 据此,我们认为,自《思庵实

记》开始并被后世广泛转引的“调兵领粮使”一职,史上并无其名,它最初

可能为千万里本人误记或伪造。 但是,当《壬辰东征文武诸将录》 《癸巳

东征文武诸将录》里继续出现官职、人名被篡改乃至夸大的情况时,这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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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

崔琳:《畏窝集》卷四《花山君影堂上梁文》,韩国古典翻译院编:《韩国文集丛刊续》
第 116 册,韩国古典翻译院,2011 年,第 519 页。
明义会编:《大明遗民史》上卷,保景文化社,1989 年,第 406 页。
《国朝宝鉴》卷三一“宣祖二十六年夏四月”,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

木版本(番号:古 4250-2-v. 1-22),叶五十一。
 

《明神宗实录》卷二七七“神宗二十二年九月丙子”,“中研院” 历史语言研究所,
1962 年,第 5119 页。 《朝鲜宣祖修正实录》卷二六“宣祖二十五年十二月丁亥”,韩
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:《朝鲜王朝实录》第 25 册,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,1953—1961
年,第 632 页。



说明《思庵实记》编纂者实乃刻意为之。 而对于“总督将”的说法,朴现圭

指出,此乃正二品官阶,低于提督李如松(正一品),千万里若为“总督

将”,则与副将杨元、李如柏等人同级,这显然不合史实。 此外,朴教授还

通过考察现存《孝思斋先生征蛮录》里千氏事迹为后人补写一事,佐证

“总督将”一说不实①。 由此来看,千万里很可能只是籍籍无名的下层士

兵,抑或参与过运粮,但其后人却通过加持“职衔”的方法,将千万里编入

将官名录,提升了千万里的“地位”。 然而,纵使千氏的“身份”愈加显贵,
史料的可信度和真实性却大打折扣。 不过,随着 19 世纪中叶之后《思庵

实记》被多次重修和刊印,千氏事迹逐渐被朝鲜社会接受为宣扬“尊周

思明”的典型个案,该书也被朝鲜士人当作信史和史源,不加辨别地抄

录和引征。 比如,成书稍晚于《思庵实记》 的《小华外史》 中“征倭后仍

居东国诸人”一节就提到“千万里运粮官”一事②。 《小华外史》作者吴

庆元为“丙子三学士”之一吴达济后人,吴氏一门乃朝鲜忠良代表。 吴

庆元感念“吾东再造恰阅二百星霜,事实久而易晦” ,“ 乃搜罗公私文

献,纂修成书,上以阐列朝之志事,下以资后人之讲明” ③。 有了吴庆元

这样的士林名门肯定千氏,虚实混编的《思庵实记》反而在历史长河中

“信史化”了。
再次,关于千万里东征行迹。 《自叙》里称为“三捷”,指“初战于箕城

(引者注:即平壤),再战于郭山,三战于东莱(引者注:即釜山)” (卷一,
叶十四)。 此外,还有千万里随李如松大军渡过鸭绿江、朝鲜派裨官前来

迎接的情形,但情节记述都非常简略。 《东征事实》则增加了千万里跟随

李如松、李如柏等将领取得平壤大捷的细节,还提到平壤大捷之后,“督

运千万里承诏,漕运济饷”(卷三,叶四);丁酉再乱(1597)爆发后,千万里

再次出现在东征将领名录(卷三,叶七),明军兵败南原后,麻贵与杨镐定

计,“密选骑士之精勇者,使副总兵解生、游击颇贵、中司马千万里、参将

杨登山”率兵伏击于稷山之素沙坪,最终取得稷山大捷(卷三,叶九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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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参[韩]朴现圭:《〈思庵实记〉
 

千万里
 

》,《东

亚人文学》总第 53 辑,2020 年,第 278 页。 按,《孝思斋先生征蛮录》为朝鲜参战官

员李擢英的战时报告,书中未提及千万里。 1959 年,李氏后人将千万里事迹添入,
并刊行该书。
吴庆元辑:《小华外史》下册,朝鲜研究会,1914 年,第 275 页。
吴庆元辑:《小华外史》下册,第 223 页;上册,第 206 页。



《东征事实》还提到,十二月,杨镐败绩于蔚山,运粮官千万里曾向经略邢

玠进言:“兵聚一处,难以成功。 不若因地形分任,将自为战守。”经略然

其计(卷三,叶九)。 此后,明军分三协为水陆四路,最终取得东征的胜

利。 1599 年,“军门总督邢玠奏留万世德、李承勋、千万里等三将,仍住王

京”,至庚子年(1600)八月,万世德、李承勋率兵还朝(卷三,叶十一),千
万里则留在朝鲜。

与其他官私文献对比看,《自叙》和《东征事实》所述内容存在很多问

题。 一是,所谓“郭山”一战并不存在。 郭山位于朝鲜西北部平安道,日
军并未到过郭山①。 但这一误说后来却被朝鲜文献多次引用。 那么,千
万里《自叙》为何偏偏记住“郭山”一地呢? 这或许是因为他随军到过此

地。 史载,战争初期,平安道将粮谷收聚定州,并于宣川、郭山分置②。 癸

巳(1593)正月平壤大捷后,明军伤员归者陆续于道,朝鲜国王专门派右

副承旨沈喜寿到郭山等地,叮嘱地方用心接待:“道遇华人疾归者,
 

每驻

马慰问,
 

舆尸而归者,
 

给银两以为丧葬之资”③。 据此来看,身为运粮人

员的千万里或许在郭山跟朝鲜人打过交道;而此地又是明军归国途经之

地,它出现在千万里的“记忆”里,也是正常的。 二是,《东征事实》较《自

叙》情节更丰富、战事脉络也更清晰,尤其还利用其他官私文献,对“三

捷”“运粮”等具体场景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编排,从而使《自叙》内容得到

“完美”重构。 然而,恰恰是“千万里”出现的这些部分,暴露了《东征事

实》历史书写的真实性问题。 比如,素沙坪之战中的四位明军将领,官方

记录为解生、牛伯英、杨登山、颇贵四人④。 《东征事实》则将“牛伯英”替

换成“千万里”,“中司马”的说法在明朝亦不存在,至于千万里为邢玠出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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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

经略宋应昌曾让朝鲜明确告知日军“入犯”与“未入犯”区域。 郭山及周边属于“俱

贼未入境”(《朝鲜宣祖实录》卷三九“宣祖二十六年六月戊子”,《朝鲜王朝实录》
第 22 册,第 4 页)。
《朝鲜宣祖实录》卷二八“宣祖二十五年七月辛酉”,《朝鲜王朝实录》第 21 册,第
513 页。
《朝鲜宣祖实录》卷三四“宣祖二十六年一月甲戌”,《朝鲜王朝实录》第 21 册,第
610 页。
《朝鲜宣祖修正实录》卷三一“宣祖三十年九月己丑”,《朝鲜王朝实录》第 25 册,第
663 页。



划策等内容,更属虚构①。 《东征事实》记事貌似详尽,却反而更为失真,很
多细节恰恰是后世编纂者“安插”、杜撰进去的。 而编纂者之所以在战争

细节里增加“历史人物”的参与度,就是希望昭显其先辈确有奋勇参战的

事实,而且对战争“贡献”很大;尽管先祖留下的文字记忆已经模糊,但先

辈跟随李如松等“大人物”赴朝东征的显赫经历,需让子孙后代铭记。
综合《自叙》《东征事实》来看,千万里可能只是一位参与过军粮运输

的下层军士,是东征将士群体中的一个“小人物”。 “丁酉再乱”后,千万

里父子再次参加麻贵大军,转战朝鲜东南部。 战事结束后,千万里父子流

寓朝鲜,再未归国。 这应该就是千万里东征事迹的基本脉络。 不过,关于

千万里在壬辰、丁酉二役之间是否曾经折返归国,在《自叙》 《东征事实》
中皆存空白。 据杨海英对《唐将书帖》的研究可知,明军当中曾有一些不

隶军籍的南兵教练或应募南兵,比原籍卫所之兵更易脱离军队;也有部分

南兵伤员于壬辰、丁酉二役之间已经留居朝鲜,这些人又被朝鲜官员称为

“逃军”②。 比如,义乌籍指挥同知张龙(即《唐将书帖》中提到的“张三

六”),就是因伤留在朝鲜,期间还被邀请训练朝鲜军队。 “丁酉再乱”后,
张龙加入麻贵大军,战后则留在朝鲜。 千万里的经历跟张龙有些相似,但
张龙为南兵将领无疑,而据《思庵实记》的描述,千万里父子属于辽兵的

可能性更大。 千万里次子千禧《祭汉阴李公墓文》中提到,朝鲜官员李德

馨赴辽东请援时,“握我兄(引者按,指千祥)袖,泪下如血” (卷二,叶十

九)。 据此推测,千万里父子大概率是从军辽东,且可能在战初听闻过朝

鲜请援一事。 此外,鉴于千万里对“郭山”更有印象,则千万里因伤归国、
途径郭山,后来又重返朝鲜战场,也同样具有可能性。 当然,在《思庵实

记》编纂者的认知里,千万里父子与明军上层核心将领(主要来自辽军)
关系的密切程度,更能增加千万里在万历东征中的权重,而“李德馨与千

祥见面”一说无疑增加了一些说服力,但也不排除是杜撰的可能性。 因

此,单凭《思庵实记》一家之言,并不能确定千万里父子的兵源所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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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按,“分守三协”建议为明军经理杨镐会题。 详参邢玠:《经略御倭奏议》卷四《议三

路屯守疏》,姜亚沙等编辑:《御倭史料汇编》第 4 册,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

心,2004 年,第 255—294 页;《朝鲜宣祖实录》卷九八“宣祖三十一年三月甲寅”,
《朝鲜王朝实录》第 23 册,第 406 页。
杨海英:《从〈唐将书帖〉看明清时代的南兵北将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22 年,
第 64 页。



应该说,无论是千万里《自叙》,还是其后人所作《东征事实》,都存在

夸大其辞、杜撰情节的情况,而《思庵实记》作为一部家乘,这些手法也确

实难免。 史料在层累中延展,时间越往后,故事会越丰满,但偏离史源也

会越远,史料真实性亦难保证。 因此,当代学界对《思庵实记》各类数据

提出质疑,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。 因为这些名录、数据并不是史源,而是

后人增补,且按编纂者意志进行过选择性摘编和修改①。 尽管如此,《思

庵实记》作为与万历东征直接关联的域外汉籍文献,对于研究东征之后

留朝明遗民的发展境况,仍具有珍贵价值。 就像《唐将书帖》中出现的一

些将领,如邵应忠等,亦未见于明朝官方实录;域外资料却丰富了东征人

物的个体样相,让我们可以“看到更多在历史上毫不起眼、在正史中从无

地位却实实在在创造了历史的小人物”②。 《思庵实记》 提供的在“虚”
“实”之间的文本记忆,不仅依稀廓出东征之后留朝人物经历中的某些共

性特征,同时也展示出千氏一族流寓朝鲜三百余年间独特的发展轨迹。
而且,从朝鲜后期史书纂修情况看,该书已然对朝鲜官私史书的历史书写

产生了实际影响。 因此,它仍然是深入研究明遗民与朝鲜本土社会关系

的一部极具意义的家族史案例。

二、“咏怀感吟”诗文背后的故国之思与现实诉求

《思庵实记》还收录了千万里父子及孙辈的部分诗文,这也是反映他

们来到朝鲜之后家族发展轨迹的宝贵资料。 从现存中外资料看,像千氏

父子这样壬辰年、丁酉年两次参战援朝且留有文字记录的明军将士并不

多③,而且,现存资料多是围绕壬辰东征或丁酉再乱的战事记录,鲜有像

《思庵实记》这样反映明军下层士兵东渡朝鲜之后的发展记录。 《思庵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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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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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,《东征事实》对稷山之战的书写,就与《朝鲜宣祖实录》 《朝鲜宣祖修正实录》
《国朝宝鉴》等朝鲜时代官方文献记载非常相似。 由于《朝鲜王朝实录》不对外公开,
故不排除《东征事实》编纂者依据《国朝宝鉴》进行改编的可能性。 此外,朴现圭还提

到《乱中杂录》《东征记》等稗史(战争经历者所著)中亦无千万里参与稷山之战的记

录(详参[韩]朴现圭:《〈思庵实记〉
 

千万里
 

》,《东
亚人文学》总第 53 辑,2020 年,第 283 页),亦为力证《东征事实》存在篡改的情况。
杨海英:《从〈唐将书帖〉看明清时代的南兵北将》,第 449 页。
壬辰东征后留下的记录主要有宋应昌《经略复国要编》、钱世桢《征东实记》以及明

军将士书信集《唐将书帖》等,丁酉再乱后留下的记录主要有邢玠《经略御倭奏议》
和徐希震《东征记》。



记》所录诗文饱含千氏父子的故国之思,也进一步反映了千氏东渡之后

的历史处境,而编纂者则借由编排这些诗文,透露出修书背后的现实

诉求。
《思庵实记》所录诗文由《逸稿》 《聱轩逸稿》 《忧轩逸稿》 《处士公逸

稿》《宣传公逸稿》等几个部分组成。 其中《逸稿》为千万里作品,分为东

征期间和东征之后两类。 比如,《与同来诸公登头流山》 《与东国诸公醉

吟》等作品就反映了东征期间明军将士域外作战、企盼早归的心情;而反

映千万里流寓朝鲜之后思念故国的诗文则更多,包括《怀故国》 《逢春怀

古》《思归登金刚山》《登金刚山怀故国》《登头流山感吟》等(以上分别见

卷一,叶十八至二十)。 千万里东渡后曾自叹,“越禽之思,愈久愈切”(卷

一,叶十四),于是,他三入金刚山,再入头流山,随处吟望,寓南枝北风之

思。 金刚山位于今朝鲜江原道,山水甲于一国,“公私游赏,四时不绝”①。
头流山位于今韩国庆尚道南部,与南原较近,为新罗时期“三神山”之一。
千万里登临这些神灵之山,自然是无比惆怅,“虽寄寓于东,而回恋上国

之心,未尝一日而忘” (洪光一《书自叙后》,《思庵实记》卷一,叶十六)。
在上述感吟诗作里,千万里父子常自称“万里客” “东渡客” “异邦父子”
“渡江人”“未归客”,怀土之恋跃然纸上,尽露“一脉阳秋,赖以不坠”之

心迹。
那么,千万里父子为何没有随军回国、反而客居朝鲜呢? 《东征将相

遗后录》中讲:“中国之人来居东土者甚多,初则万历壬辰、丁酉间征倭

时,天朝诸将多娶于东邦,或有子有女不能率归,仍为东人多矣。”②孙卫

国也指出,明遗民群体中原为壬辰将领而滞居朝鲜者,乃极少数;更多东

征将领后代是在明清鼎革之后才去了朝鲜,其中以李成梁子孙和石星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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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李圭景:《五洲衍文长笺散稿》天地篇《八路利病辩证说》,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

国学研究院藏(番号:奎 5627-v. 5-60),叶二十三。
明义会编:《大明遗民史》下卷,第 113 页。 此外,也有研究者推测千万里为东征战

场上的“明逃军”,详参赵静:《壬辰战争时期朝鲜半岛明逃军问题研究》,暨南大学

硕士学位论文(刘永连指导),2015 年,第 42 页。 但此说与伤病说、婚娶说并不矛

盾,后两者可能是更直接原因。 战后,明朝多次催促朝鲜推刷逃军,但朝鲜一些官

员却私下收容逃兵,用以御倭(详参《朝鲜宣祖实录》卷一三九“宣祖三十四年七月

己亥”,《朝鲜王朝实录》第 24 册,第 271 页)。 朝鲜没有强行遣返滞留者,反而给予

善待安置,这或许也是千万里《自叙》中格外强调宣祖恩德的原因。



代最受注目①。 从时间上说,千氏属于前者,是较为特殊的一类明遗民。
千万里《自叙》还说自己来到朝鲜后,曾娶丰壤赵翼辅之女于东邦(卷一,
叶十四),可见婚娶有可能是千万里没能回国的原因。 对于千万里联姻

赵氏之说,我们尚存疑问,它是否也为《思庵实记》编纂者有意杜撰? 千

氏作为外来移民,其实很难接触到朝鲜本土显贵之家。 而《思庵实记》成

书时间恰值丰壤赵氏把持朝鲜朝政的势道政治时代,《自叙》文字不多,
却偏偏留有与丰壤士族联姻的记录,其背后似有千氏后孙为光宗耀祖而

美化祖先、刻意添加之嫌。 当然,千万里若因伤病而留下,也存在可能性,
因为明军当时因伤病未归者亦大有人在。

关于千万里未还的原因,李应秀《遗事》给出另一种说法:“天师尽

还,而公用唐时按廉使新罗金英毅故事,仍留东土,遂为东人。”他认为,
千万里父子是主动留在朝鲜的,很有先见之明,“睹皇明百六之运,将有

伊川被〔披〕发之叹,而先为避地之计”,“况公之后,不及三世,冠冕遂绝,
门户凋敝”(卷一,叶二十五、叶二十六),说明千万里留在朝鲜,非为子孙

腾达计,只是预感到明朝大势将去,遂提前避走东国。 李应秀这种带有宿

命论的解释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,但它在朝鲜士林中却颇受认同②,就连

朝鲜官方文献《承政院日记》也采纳此说:“盖其抒乡国之恋,
 

而作孤臣

于殊方者,
 

自有先见之明,灼知明朝末运,
 

中国变夷,
 

而中华文物,
 

将在

青邱一区,
 

故欲使遗裔不入于披发左袵之域也。”③事实上,朝鲜人的“避

地”之说,不止用在千万里身上,像施文用、徐鹤等人东出朝鲜,《小华外

史》亦称其“有辛有之先见”④。 “避地”之说不一定代表东征将士本人意

愿,却能体现出朝鲜本土治史者的反清心态和尊攘意识。 在朝鲜士人看

来,诸夏陆沉,九州腥秽,千万里等人提前避地东国湛然清净之地,乃是明

321

①

②

③

④

孙卫国: 《 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———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 ( 1637—
1800)》,商务印书馆,2007 年,第 192—194 页。
奇宇万:《松沙集》卷二四《皇明钦差北路总节使内卫镇抚太清殿守卫使兼总督五

军帅中司马总督将调兵运粮使朝鲜封花山君思庵千公神道碑铭(并序)》,[韩]民

族文化推进会编:《韩国文集丛刊》第 345 册,景仁文化社,2005 年,第 592 页。
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:《承政院日记》 “高宗三十八年八月辛亥”,韩国国史编纂

委员会,1961—1977 年,第 3137 册(脱草本第 140 册),叶五十。 按,《承政院日记》
在 1894 年之后又有《秘书院日记》《奎章阁日记》等名称。
吴庆元辑:《小华外史》下册,第 275 页。



智选择。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,第一批无奈留在朝鲜的东征将士的思乡

情绪是复杂的,它与明清鼎革之后避地朝鲜的东征将士后裔及“九义

士”①的背井离乡之情,迥然有别。
《思庵实记》里还有一类特殊诗作———和韵,作者包括四类人,分别

为明军东征前线将领、跟明军打过交道的朝鲜官员、明清鼎革之际“避地

东来诸人”②以及明清鼎革之际朝鲜抗清义理派士人。 千万里生于嘉靖

二十二年(1543),留在朝鲜时已经五十六岁,千祥也有四十一岁(卷一,
叶十四),而这些和韵的创作时间跨度大约在 1592—1637 年之间③,因
此,部分和韵是千万里去世后、朝鲜后世官员及文人目睹千万里遗稿而创

作的。
首先,第一类和韵作者是万历东征的明军前线将领。 如壬辰年赴朝

的提督李如松曾为《登头流山感吟》和韵一首(卷一,叶二十四),壬辰年、
丁酉年两次参战的将领吴惟忠、李如梅,壬辰年出征将领李如柏,丁酉年

出征将领柴登科,也曾为千万里《与同来诸公登头流山》次韵(卷一,叶十

八)。 此外,千万里之子千祥《聱轩逸稿》里也有七律《与李协将如梅感

吟》及李如梅和韵一首,辽将祖承训、李如柏为千祥七绝《偶吟》各有和韵

一首(以上分别见卷二,叶十五、叶十一至十二)。 另外,《逸稿》中还收集

了明朝部分将领的《题咏》诗文,作者有宋大斌、吴宗道、吕永明、查大受、
陈云鸿等(卷一,叶二十至二十一)。 比如,吕永明曾作《题咏》,表达了战

罢歇脚时的酣畅心情:
战罢归来倦倚楼,洗兵饮马大溪头。 八山草木千年胜,四野烽烟

一望收。 破竹已乘今日势,采莲犹忆昔时游。 明朝迫逐严诸部,万里

勋名政此求。
同期参战的吴宗道也有诗云:

万里征人暂倚楼,黄昏独坐晚风秋。 千山苍翠何年尽,四壁烟花

此地收。 丹凤帝城辽海阔,望云亲舍越山幽。 不堪抱树增悲韵,搔首

中华坐白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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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“九义士”指跟随凤林大君(即后来的朝鲜孝宗)来到朝鲜的明朝人,分别是济南王

以文、通州杨福吉、临朐冯三仕、青州王文祥、大同裴三生、东昌王美承、杭州黄功、
大同柳溪山、琅琊郑先甲。
吴庆元辑:《小华外史》下册,第 275 页。
1592 年为东征开始时间,1637 年为朝鲜义理派大臣金尚容殉国时间。



吕永明与吴宗道本是文人,为壬辰年东征经略宋应昌的随军策士,“术数

可征,兵机多验。 文学堪充记室,权谋可备将材”①,故《逸稿》载吕永明

为“参谋”。 万历二十一年(1593)七月下旬,吕永明曾随参将骆尚志、游
击宋大斌等人赶往南原,协助剿倭②。 吴宗道后来升为游击,在军中作用

益重。
这些诗文作者都是明军东征的一线将官,《思庵实记》编纂者很显然

是想借助这些和韵来呈现千氏父子伴随高层将官身边的从征场景。 然

而,朴现圭通过考察《龙城志》 《乱中杂录》 《松江集》等文献,指出《思庵

实记》存在部分作品与作者不对应、或是由他人诗作篡改而成的情况:如
上引吕永明诗文实为宋大斌 1593 年于南原广寒楼所作;千万里《登南原

广寒楼》一诗(卷一,叶二十)乃吕永明 1593 年诗作《上汉槎》,千万里《与

东朝和吟》(卷一,叶二十四)则是以朝鲜人郑澈《次韵赠李员外实之》为

底本改动而成③。 如此来看,《逸稿》里诗文的作者虽多为明军显要人物,
但并不能证明这些诗文全为真品,而有可能是《思庵实记》编纂者刻意选

入、甚至不惜篡改他人作品形成的伪作。 而编纂者之所以刻意编凑这类

诗文,无疑是为佐证千万里父子与明军诸将的密切关系,权加份量;同时,
又于楮墨之间缅怀诸公,以示东征之功不可忘。 既能塑造千氏先祖才藻

富赡的形象,又借以渲染千氏家族的家国情怀和“显赫人脉”。
第二类和韵作者是跟明军打过交道的朝鲜官员。 书中收有朝鲜兵曹

判书、曾任远接使的李恒福为千万里《与东朝诸公和吟》 《登金刚山怀故

国》作和韵各一首(卷一,叶二十二、叶二十四),担任过提督李如松、经理

杨镐之接伴使的朝鲜吏曹判书李德馨亦为千万里《与东朝和吟》和韵一

首(卷一,叶二十四)。 李恒福、李德馨皆是朝鲜战时重要高官,李德馨在

战争之初到辽东请援的“为国之诚”,尤让明朝人印象深刻,千禧《祭汉阴

李公墓文》曾赞其“先生之风,山高水丽,瑞贯长虹”(卷二,叶十九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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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宋应昌:《经略复国要编》 卷七《叙恢复平壤开城战功疏(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初四

日)》,吴丰培编:《壬辰之役史料汇辑(上)》,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,1990
年,第 575 页。
《朝鲜宣祖实录》卷四一“宣祖二十六年八月癸未”,《朝鲜王朝实录》第 22 册,第 59
页。
详参[韩]朴现圭:《〈思庵实记〉

 

千万里
 

》,《东亚

人文学》总第 53 辑,2020 年,第 286—289 页。



然而,这类和韵在李德馨等人的文集里绝大部分是找不到的,其在

《思庵实记》以外的出处,也暂未可知。 唯一的特例是朝鲜岭南抗倭名将

金诚一的文集里收有一篇写给“千万里”的诗,题为《赠千万里》:
东土惟皇地,情同一国人。 千秋难报德,洗尽八方尘。①

《逸稿》亦收有此诗,题名为《鹤峰金公(诚一)赠韵》 (卷一,叶二十五)。
这也是朝鲜时代文集里唯一提到“千万里”的诗作。 然而,金诚一于万历

二十一年四月病逝,彼时明军尚未南下,千万里与金诚一很难有交集。 事

实上,这首诗是金诚一写给在日明人“千万里”的作品,写作时间据证为

万历十八年金诚一作为通信使访日之时②。 然而,颍阳千氏后人却将该

诗“精心”编入《思庵实记》,使之摇身变作金诚一写给自己祖先的诗文。
这种隐晦的变换手法与编凑明人诗作的方式在本质上无异。 那么,明明

不是严谨的历史书写,千氏编纂者为何孜孜以求,为先祖多方编凑诗文?
我们注意到,这类朝鲜诗文作者的身份同样亮眼,他们或属朝鲜政界高

层,或是抗倭重要人物。 可见这些诗文背后隐含了《思庵实记》编修者的

某些现实目的,即通过“和韵”来搭建千万里父子与朝鲜本土显要人物的

联系,以突显千氏祖上对万历东征的贡献;而这种历史“人脉”关系和家

族荣光史的文本构建,对于昭示和提升千氏家族在朝鲜本土的社会地位,
也有很好的助力。

第三类和韵作者为明清鼎革之际东来朝鲜的东征将士后裔及“九义

士”,即“避地东来诸人”。 比如,《逸稿》里收“九义士”之一、杭州人黄功

为《午梦有感》作和韵一首:
千里南来客,蹉跎白发年。 北怆嘶云雁,西飞叫月鹃。 (卷一,叶

二十二)

此外,在千祥《聱轩逸稿》里也有黄功《叹暮春》和韵一首、王文祥《春宵闻

鹃》和韵一首(卷二,叶十四、叶十三)。 黄功、王文祥为千万里父子诗歌

和韵,说明明清鼎革之际的避地东来人尚知千氏事迹,见过千氏诗文,抑
或是与千氏后人有往来,彼此惺惺相惜。 只不过,“九义士”起初被安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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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诚一:《鹤峰全集》,《鹤峰逸稿》 卷二,韩国古典翻译院“古典翻译书”
 

https: /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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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参[韩]朴现圭:《〈思庵实记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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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王京南部的“皇朝人村”①,他们最初的生活境况比千氏要好些。 千氏

后人搜集或编凑这类和韵,无疑是想表达自己与这些“皇朝人”②家族关

系非同寻常,从而力显千氏在明遗民群体中的存在感。
第四类和韵作者为明清鼎革前后的朝鲜反清忠良之臣。 比如,仙源

金尚容曾作《与东国诸公醉吟》和韵:
同乐今筵答浩歌,醉中余兴梦南柯。 江山安静君恩受,岁月等闲

日照俄。 (卷一,叶二十三)

此外,金尚容之弟金尚宪也为千万里《思归感吟》《秋夜听雁》各作和韵一

首(卷一,叶二十三)。 金尚容、金尚宪皆是“丙子之役”中的反清义理派

名臣,金尚容殉国于江华岛,金尚宪因斥和而被掳送至沈阳。 他们二人应

是少数接触过千万里遗稿及画像的朝鲜官员,“文忠公臣金尚容、文正公

臣金尚宪之酬诗赞像,
 

尤可见推奖钦叹之意”③。 金尚容还写有一篇《祭

文》,盛赞千万里“海东贤人,禀受天质,德种寿仁,继世忠孝”,并为千万

里画像题诗(卷一,叶二十二、叶九)。 朝鲜时代,能够接触到明人楮墨,
对朝鲜人来讲也是深感荣耀的事情。 金尚容玄孙金时翰就引以为豪地

讲:“诗凡五十余首,所与酬和者,皆一代名胜,而间有皇朝人姓氏名号,
尤可贵也。”④

千万里父子离开故土,怅然悲怀,其东渡身份跟明清鼎革之际朝鲜人

的反清情绪十分契合。 在为明朝守节问题上,朝鲜士人对千氏事迹颇能

共情,常以“小中华”自居,认为惟有朝鲜“犹尊皇统,独保王春,义理未尝

或熄,忠节无时焉穷”⑤。 由于千万里父子是初批东渡人,其“明遗民”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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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③

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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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学祖:《冽泉直中录序》,冯荣燮编:《朝宗岩文献录》,朝宗岩再建推进会,1977
年,第 581 页。 但“皇朝人村”在朝鲜史上并不专指“九义士”后人所居地。 《大东

地志》载,全罗道灵光郡西四十五里外“向化岛”,就有壬辰战之后漂流而至的明朝

人,“使之居此岛,改岛名皇朝人村” (金正浩编:《大东地志》卷十二《全罗道·灵

光》,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写本〔番号:古 4790-37-v. 1-15〕,叶五

十六)。
“皇朝人”其实是朝鲜对流寓朝鲜的明遗民的泛称,甚至包括许多逃人和漂流民。
大报坛创设后,“皇朝人”一词用来专指“九义士”后裔以及散居各地的东征将士后

裔。
《承政院日记》“高宗三十八年八月辛亥”,第 3137 册(脱草本第 140 册),叶五十。
金时翰:《续稿跋》,金尚容:《仙源遗稿》,《韩国文集丛刊》第 65 册,第 206 页。
吴庆元辑:《小华外史》上册,第 210 页。



彩愈显浓重而悲怆。 不过,目前学界以朝鲜人与首批留朝东征将士私交

的角度来观察明清鼎革之际朝鲜社会“尊周思明” 问题的研究成果尚

少①。 毕竟,这批明人及后裔客居朝鲜四十余年,多卜居偏远之地,朝鲜

官私史料对其记述不多。 明清鼎革前,朝鲜纪念东征将士主要集中在宣

祖时代,各地纷纷建造碑祠,官方色彩非常明显。 期间,明神宗还让礼部

给银,谕令朝鲜设愍忠坛②。 明清鼎革后,以东征将士后裔、“九义士”为

主体的新一批明遗民避地朝鲜,其身份光芒远超初批东渡人,朝鲜官方对

他们的关注和历史书写也丰富得多。 正因为如此,《思庵实记》作为东征

之后首批留朝东征明人的“孤本”家乘,史料价值尤显特别。
当然,我们从《思庵实记》文本的漏洞中也已看到,初批东渡明人后

代为了重塑家族形象,在历史书写中极尽夸张之事。 这一方面是因为千

万里并非明军显要人物,千氏家族在朝鲜的影响力肯定难与李如松、麻贵

等家族相比。 另一方面,在奉行儒学的朝鲜社会,只有“义理”加持、忠义

附身,一个家族的社会形象和教化价值才会更容易被朝鲜本土士人关注。
《思庵实记》“精心”遴选诗文内容及作者,将故国之思与“尊攘大义”挂

钩,亦反映了编纂者借助历史书写来虚构“人脉”、美化祖先、进而为提升

本族社会地位积极造势的现实目的。

三、朝鲜后世对千氏事迹的确认、传颂与尊崇

尽管《思庵实记》的叙事里夹杂着模糊的记忆,甚至还存在讹误,但
千万里事迹仍然被朝鲜后世接纳和传颂。 这就不仅仅是《思庵实记》本

身书写的功劳,而是有赖于朝鲜国内尊攘意识不断高涨的政治环境,更重

要在于千氏后裔顺势而为,结交朝鲜名流,从而在朝鲜上流社会中扩大了

影响,即千镀敏《旧谱跋》 所谓“播之广而传之寿,东邦诸君子之览此书

者,必多旷感之怀” (卷四,叶十九)。 可以说,千氏事迹由“虚”而“实”,
千氏一门从向隅编户蜕变为社会显达,终究需要朝鲜本土社会的支持和

认可。
千万里《自叙》里曾自称被宣祖封为“花山君”,给复(指免除徭役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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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界对于明遗民问题的研究,主要集中在明清鼎革之后“皇朝人”的思明心态和待

遇问题上,且研究时段集中在明清鼎革之后、尤其是肃宗时代以后。 相比之下,首
批留朝明军将领的客居情况及社会处境,资料较少,学界关注度也不高。
吴庆元辑:《小华外史》下册,第 219 页。



赋税)三十结,千祥拜为汉城府左尹,子孙世禄(卷一,叶十四)。 目前唯

一印证这个说法的是《大明遗民史》中收录的一份宣祖教旨,其中提到千

万里“壬乱一等功臣,封花山君也……殷忠之典,许复三十结,金子壹百

两、乘马一匹、奴仆壹名赐送。 子孙中或遭饥寒,一并勿侵,么么相当粿

粮,置不拘调用,以此升差边将选,迁叙用事”①。 该教旨由平壤居千象河

提供,从其内容看,千氏家族所得“恩赐”甚为丰厚;但由于是孤本记录,
该文献真实性无法确认。 然而,千氏后人千耕畴、千泰畴在《呈礼曹状》
里却说,“祖橐鞬东来,不载家乘,故矣身所知者,只是编籍四祖,而得姓

后世代久近②,名号爵位茫然不知矣” (卷二,叶二十一)。 此外,千锡厚

在邀请金尚容后裔金愚淳为千氏家谱作序时,也说“东渡后,子孙未有显

者,先祖事几乎泯灭而无称也”(卷四,叶十三)。 虽然《大明遗民史》列举

千氏族人曾被授官,但都是散阶、荫仕,并非实职;官修实录及《国朝榜

目》③所录同时代文科合格者中也没有千氏成员名字。 这说明《自叙》和

教旨里记录的名分和官衔,并不一定与史实吻合。 即便宣祖下过这份教

旨,抑或未被执行;至于“给复世禄”一款,更是没有兑现过。
那么,千氏后裔客居朝鲜之后,为何默默无闻、处境亦不优渥? 首先,

千万里去世后,据李应秀《遗事》称“有所著诗若干首、四世行略一通并画

像,藏于金刚之佛寺,后几年乙亥,公之孙耕畴掇拾于煨烬之余,归而藏之

家”(卷一,叶二十六)。 千氏遗稿因焚烧而残缺,又被其后人秘藏,因此

在明亡前四十余年中,除李德馨、金尚宪、柳涧等少数朝鲜人与千氏后裔

有过接触外,千氏事迹未能被朝鲜人熟知。 其次,作为外来人口,明遗民

很难获得有效途径(比如科举)进入两班主导的上层社会,实现身份跨越

并享有恤禄。 即便朝廷给予一些优待措施,也时有本地人反对。 事实上,
像“九义士”这样一开始便带有“皇朝人”光环的明遗民,后来也是散居各

地,成为普通编户之民,与千氏发展轨迹几无差别。 而从明遗民角度讲,
尤其是初代遗民,他们无奈背井离乡,对故国感情更深:“国破君亡,何以

官为?”④明遗民选择主动隐居,朝鲜重其义,亦不复强。 再次,明清鼎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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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义会编:《大明遗民史》上卷,第 379 页。
近,疑当作“远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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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后,清朝一直严密监视朝鲜。 “尊周思明”在朝鲜并未公开化,以至于

士林领袖宋时烈闻知“三处士”①在偏僻的朝宗岩上刻崖思明,感动不

已②。 就连大报坛(亦称皇坛)也是在明亡一甲子(1704)之后,才在昌德

宫后苑秘密创设。 朝鲜上下甚至为防清朝追查,对明遗民避地朝鲜一事

隐而不谈。 如,孔子后裔孔枝秀,“清虏刷之急,人皆畏祸不散匿,独许东

岦匿之以免”③,枝秀后居晋州以终。 这也大致解释了千氏及“皇朝人”
后裔为何大都卜居于京城之外的偏远地方。 可见,千氏家族在很长时间

里其实难有崭露头角的机会。 另外,前朝政策不一定被后世持续执行。
明遗民后裔散在各处,朝鲜地方难以支撑,渐成积弊,“朝家顾恤之德意,
迥出寻常,遍敕诸道,而近来营邑不能留心奉行,军校之役、粜籴之弊,浑
及于皇朝人后裔,其在惠恤之道,岂可成说乎? 此辈虽甚残征,苟究其本,
则宁不恻伤” (卷四,叶九至十)。 由此推想,即使千氏先祖受过前朝恩

惠,这些政策在朝鲜地方也疏于执行。
随着肃宗时代清鲜关系的稳定,朝鲜国内重提尊攘大义。 “肃庙、英

庙之时,皇统已绝,天下安于夷狄而感其喣濡之恩,不可以有为,于是乎竭

力于崇奉之节,效诚于祀享之仪”④。 国内外政治风向的变化也使得朝鲜

官方对明遗民问题的态度开始松动。 “皇朝人”后裔的境况不断得到改

善,他们不仅“勿充军役”⑤,还被允许参加忠良科⑥,“定皇坛守直之官,
以汉旅随次迁转”⑦。 还有人因弓射娴熟而被编入别军职,可赴武科殿

试。 英祖时代开始,“皇朝人”后裔及丙子立节诸臣子孙随朝鲜国王参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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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处士”为加平郡处士许格、郡人白海明、郡守李齐杜。 他们于朝鲜肃宗十年

(1684,值明亡四十年之际)齐聚朝宗岩,凿壁思明。
宋时烈:《宋子大全续拾遗》卷一《答李汉卿(齐杜)》,《韩国文集丛刊》第 116 册,第
220—221 页。
吴庆元辑:《小华外史》下册,第 281 页。
李义骏、成大中等编:《尊周汇编》 “义例”,李离和编:《朝鲜事大·斥邪关系资料

集》第 1 册,骊江出版社,1985 年,第 7—8 页。
《大义编》续集卷一,《朝鲜事大·斥邪关系资料集》第 4 册,第 454 页。
忠良科,为英祖四十年(1764)特命设科,“惟显节、忠烈两祠配享人之孙及皇朝人

之裔赴于科,名其科曰忠良”(《朝鲜英祖实录》卷一〇三“英祖四十年一月壬申”,
《朝鲜王朝实录》第 44 册,第 157 页)。
《朝鲜正祖实录》附录《正祖大王行状》,《朝鲜王朝实录》第 47 册,第 294 页。



大报坛,渐成常态①,显示出官方对“皇朝人”身份的尊重。 正祖、纯祖时

代,朝鲜政府对明遗民关注度进一步提升,这也为千氏家族后来获得“皇

朝人”身份的官方正式认可提供了重要契机。 一方面,“皇朝人”被整体

边缘化的生存状况得到扭转。 其表现之一是政府重新厘正“皇朝人”说

法,不许国内再用“向化” “向化村”等词语,“此后以皇朝人村改称,京外

所在帐籍邑志,依此厘正”②。 表现之二是在皇坛参拜仪规上,将“皇朝

人”参拜次序调整到宗亲文武之前,以示虞宾在位之仪③;望拜礼成,正祖

还召见“皇朝人”及忠良后裔,奖慰收录,或试儒武施赏④。 另一方面,自
正祖开始,朝鲜大范围核实“皇朝人”后裔的生活境况,并持续改善其生

活条件。 如,正祖曾闻黄功后裔生活困窘⑤,顿觉不妥:“名以皇朝人子孙

者,
 

其所顾恤,
 

渐不如昔,
 

渠辈之抱郁莫暴,
 

如穷无归,
 

岂非可矜之

甚?”⑥遂令地方资送马粮,又下教铨曹对“皇朝人”后裔留意收用。 而在

文化方面,正祖时代,朝鲜大量纂修史书,欲将前王至诚事大之心,使后世

有闻而知之。 其中代表作之一就是体现尊攘大义的资料集《尊周汇编》。
该书博采公私乘牒,仰述先志,汇辑列朝尊周事实,直到纯祖时代才全部

完成。
正是得益于正祖、纯祖时代的有利政策,散居地方的千氏后人开始整

理祖先遗稿,积极奔走于朝鲜上层文人中间,推介家史,博采公议,使更多

朝鲜士人共情于千氏东渡事迹。 时,有千万里十二世孙千一澄蹑履数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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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朝鲜英祖实录》卷八七“英祖三十二年一月壬午”,《朝鲜王朝实录》第 43 册,第
607 页。
《朝鲜正祖实录》卷四九“正祖二十二年九月辛酉”,《朝鲜王朝实录》第 47 册,第
108 页。
《朝鲜正祖实录》卷四四“正祖二十年三月戊申”,《朝鲜王朝实录》第 46 册,第 633
页。
《朝鲜正祖实录》附录《正祖大王行状》,《朝鲜王朝实录》第 47 册,第 294 页。 按,
“试射施赏”始于正祖九年(1785),施赏对象为皇坛参班者(详参李义骏、成大中等

编:《尊周汇编》卷九《皇坛年表》,《朝鲜事大·斥邪关系资料集》 第 2 册,第 188
页)。
正祖李祘:《弘斋全书》卷三六《录用皇朝人黄功后孙教》,《韩国文集丛刊》第 263
册,第 26 页。
《朝鲜正祖实录》卷四九“正祖二十二年九月辛酉”,《朝鲜王朝实录》第 47 册,第
108 页。



里,谒求曾为元子(朝鲜国王嫡长子未受册封前称元子)之师的宋焕箕为

《自叙》篇作后叙。 宋焕箕惊叹于千氏文稿尚得保藏,“今距彼时,逾数百

载,而后裔绵绵甚残。 世为东土之北方人,人之闻知者亦鲜矣” (卷一,叶
十五),遂欣然作叙①。 千一澄拜访的同时代文人还有司宪府掌令洪光

一。 洪光一听闻千一澄住在明川,深为感动:“明之一字,尤可贵也。” (卷

一,叶十六)但明川远离京城,其实是朝鲜人眼中的乡野地方,可见千氏

处境当时是非常边缘化的。 至于千氏后人为何远居明川,长湍幼学千得

济称,其先人“丙子之后,恸哭都门,携妻孥转入明川地而终老,世代寝

远,孱孙零替,至于弃坟墓流离散处”②。 明清易代之际,身处朝鲜的明遗

民处境十分尴尬且危险,千氏子孙主动到京城以外避地隐居,结果却造成

家族世代寝远的窘况。 至于“明川” 一地的选择,抑或为历史巧合。 不

过,一个共性的现象是,明遗民在朝鲜的卜居地以及朝鲜人思明的纪念

地,多与尊攘大义有关。 比如,明川之“明”字、“崇明三义”之一朝宗岩的

“朝宗”二字以及千氏皇冈书院之“皇”字等,皆有此意。 总之,千氏后人

主动公开沉寂已久的先祖事迹,令洪光一等人蹶然起敬,他们盥手而读,
欣然为千氏立言。

通过频繁接触朝鲜士林名流,千万里东出事迹终于公于海左。 而借

士林之手、成功助力家族地位上升的事例,在当时的明遗民群体中非常少

见。 史载,千氏后裔还活跃于朝鲜士林朝宗思明的社会活动中。 纯祖四

年(1804),朝鲜士子在李膺谦倡议下,立“朝宗岩纪实碑”于朝宗岩刻崖

南边。 户曹判书、弘文馆提学赵镇宽撰碑文,华西门人柳綗汉、李正祐、朴
濂,白思日诸人立碑底,千氏后人千一时、千一会、千一成立碑石,吏曹参

判徐滢修作《朝宗岩纪实碑追记》③。 赵镇宽、徐滢修皆为朝鲜高层官员;
华西学人在朝鲜思想界以尊华攘夷而著称,其思想与宋时烈一脉相承。
千氏与朝鲜上层社会、儒林士子的交往,势必更有利于其家族权益的伸张

和社会影响的提升。 值得注意的是,《朝宗岩纪实碑追记》 是以他人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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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千玎洛 1901 年重刊本,该篇成文时间为“崇祯后三辛酉季夏”(千玎洛重修:《思

庵实记》卷一《书自叙后》,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,第 42 页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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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36 页。
徐滢修:《明皋全集》卷十六《朝宗岩纪实碑追记》,《韩国文集丛刊》第 261 册,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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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、也就是以朝鲜人角度来撰写的纪实文献,比《思庵实记》自证家史的

写法,更具说服力,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千氏后人与朝鲜士林文人之

间已经形成不错的社会关系。
于是,在千氏后人的顺势运作下,千氏家族的“皇朝人”身份逐步被

朝鲜官方认可。 其第一步就是获得 “ 皇坛参班” 的资格。 纯祖六年

(1806)三月,“明川幼学千一时上言,以为渠十二代祖花山君千万里以皇

朝人,壬辰倭乱随李提督如松来,屡战屡捷,请于皇朝,仍留东土。 朝家以

壬辰劳,封花山君,其后转入明川,而北苑望拜之时,独未免向隅之叹”①。
与千一时同批请求参班北苑望拜之列的还有“皇朝人”后裔、金化幼学潘

忠谦,另有朝鲜全罗、公忠两道幼学柳经濂等上言为本国壬辰殉难将领金

千镒、赵宪等“湖南五忠臣”请求特恩祭祀。
然而,千氏先祖在朝鲜早期生活的模糊性却成为朝鲜官方认定其

“皇朝人”身份的难点,这是因为千万里手稿已不完整,朝鲜地方对“壬

辰”战后档案又疏于管理。 所幸的是,当年七月,经地方核查,“汉城府移

文内万历壬子式明川府花山君千万里入籍的实云。 京兆帐籍中既以花山

君载录,则其为皇朝人无疑”②。 礼曹行查后,认为千氏后裔零替,给复世

禄之恩,未免寝废,遂请求与其他皇朝人一样,“宜有一视之泽”③。 于是,
纯祖同意将千万里后孙、金化潘腾云后孙,“依康、胡、楚诸姓例,入参于

皇坛拜望之列。 以万里、腾云,皆以皇朝人东来云故也”④。 如是,朝鲜官

方认定千万里东来确有其事,进而完成了对千氏“皇朝人”身份的官方确

定,并给予千氏“皇坛参班”的待遇。
在这里,汉城府出具的“入籍”说法,是千氏以编户之民身份得到朝

鲜礼曹认定的关键。 朝鲜时代,不管是有官职者、良人还是公私贱民,原
则上都要载入官修户籍⑤。 千氏能够入籍,且其先祖之“花山君”封号亦

为地方帐籍所录,说明其家族早期曾为朝鲜地方所知。 虽然其具体入籍

过程已不得而知,但可以推测,千氏家族来到朝鲜之后一直在努力适应朝

鲜本土生活和谋求本土认同。 千一时生活的 19 世纪初,又恰逢朝鲜身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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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日省录》第 159 册,第 18—19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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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激烈变动,两班逐渐身份化,下层民众则想打破阶层桎梏,力求身份

上升。 其表现之一就是幼学职役人数的剧增。 幼学原指备考生员、进士

科的儒生,后来也有人将朝鲜户籍大帐中记载的“幼学”视为两班身份的

标记①。 千一时本人即是幼学,或与两班士人关系密切,应该已是具有一

定社会地位的地方精英。 他此时站出来为千万里正名,既顺应朝鲜本土

尊周思明的大环境,又发挥了个人的地方影响力,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当

时朝鲜下层民众渴望跃升阶层的社会异动。
这里需要注意的是,像很多“皇朝人”后裔一样,千氏后裔只是参班

皇坛望拜祭享,而不是说,朝鲜官方将其先祖千万里配享皇坛,因为大报

坛配享者身份具有严格仪制。 历史上,英祖欲以宁远伯李成梁从享神宗,
但因“颇有疵”而议寝,后改其子忠烈公李如松跻享。 而皇坛配享者实际

上只有三位,分别是武宁王徐达从享太祖高皇帝、宁远伯李如松从享神宗

显皇帝、文贞公范景文从享毅宗烈皇帝②。 即便是朝鲜本国忠良之臣,
“忠节虽著,不可轻议”③;在特殊纪念日里,朝鲜地方诸道则会为东征阵

亡将士设坛致祭④。 据此,《思庵实记》及部分私人文献里经常被讹传的

“千万里皇坛配享”说,应该予以纠正。 研究者在征引该文献时,当谨慎

辨识。
千氏家族获得朝鲜官方认可的第二步,乃是“世受给复”的落实。 与

《自叙》稍有差别的是,千一时只是向朝廷提请“给复”,未及“世禄”,这
可能因为千氏并非选官之家,与两班还是不可同日而语。 正如前文所见,
千氏后人所争取的现实诉求更主要是向那些“皇朝人”显族看齐,希望获

得一视同仁的朝廷恩恤并改善家族经济状况,而非一跃成为两班。 然而,
朝鲜对“给复”一款的取证过程再次遇到“无可征之文迹”的窘况⑤。 为

此,礼曹于纯祖九年(1809) 专门让咸镜道地方官员历考千氏事迹。 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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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参[日]宫嶋博史著,戴琳剑等译:《从韩国到东亚:宫嶋博史的东亚史新解》,中
西书局,2024 年,第 83 页。
李义骏、成大中等编:《尊周汇编》卷八《皇坛仪》,《朝鲜事大·斥邪关系资料集》第

2 册,第 118 页。
李义骏、成大中等编:《尊周汇编》卷七《本国纪年》,《朝鲜事大·斥邪关系资料集》
第 1 册,第 519 页。
李义骏、成大中等编:《尊周汇编》卷七《本国纪年》,《朝鲜事大·斥邪关系资料集》
第 1 册,第 528 页。
《日省录》第 243 册,第 81 页。



年,“即见咸镜监司曹允大移文,则以为千万里以调兵领粮使随李提督渡

鸭江,屡捷,仍居于平壤,其后转入明川地,子孙仍居云”①。 虽然朝中仍

有异议,认为“久远之事,已难质言,国朝以来参于勋禄者,未尝有传子孙

世受给复”②,但道査邑报俱有可据,千氏后人亦持续争取,朝鲜官方为体

现“一视之道”,还是在纯祖十三年特恩千氏“世受给复”。 在朝鲜,一个

家族若能世受给复,乃是很高礼遇,也是很少见的事情,即便是勋臣之家,
也未必享有此特绝之典。 纯祖同意为千氏“世受给复”,使千氏进一步获

得了与“皇朝人”显族同样的待遇和社会认同。 这种难得的家族荣耀,甚
至可以被下层百姓视为迈向两班身份的步骤。 诚然,纯祖对千氏家史

的认定,不乏有国家宣扬义理、阐明教化的政治需要,但无论如何,对于

一个在朝鲜社会早已边缘化的明遗民家族而言,千氏依靠一纸单薄的

地方“取证”移文和先祖千万里初批东征明遗民的独特身份,竟能一步

步走到历史前台并获得朝鲜官方公开认可,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

事情。
从此,千氏一门不再是被忽视的边缘“皇朝人”,而借助身份之认定,

千氏后裔融入朝鲜本土社会的步伐也加快了。 一个明显的变化便是朝鲜

后期,千氏登文科为官者越来越多。 比如,清道幼学千驲成于哲宗十二年

(1861)四月登庭试文科榜、金海幼学千光禄于高宗二十九年(1892)登明

伦堂文科榜③。 二人皆以文科入仕,尤其是千光禄以明伦堂文科甲科第

一人试取,在朝鲜士子中亦属佼佼者。 此外,千氏后裔还持续结交朝鲜名

流,以扩大家门影响力。 如,千锡休曾袖思庵遗物,拜访承政院承旨成大

璡,成大璡闻知金尚容等人亦见过画像,于《行状》 中赞曰“钦艳敬服之

义,亦可想像于千载之下” (卷一,叶二十八)。 千锡奎亦袖思庵遗稿,造
访李滉十代孙李汇宁,李汇宁盥手而读,且盛赞曰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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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日省录》第 256 册,第 30 页。
《日省录》第 323 册,第 115 页。
《国朝榜目》卷十,叶五十七;卷十二,叶二十三。 查朝鲜官方文献,最早出现的千姓

实职官员为英祖、正祖时代的“千世弼”,但《英祖实录》又说千世弼祖上有沈阳扈

从之功(《朝鲜英祖实录》卷九六“英祖三十六年十月丁丑”,《朝鲜王朝实录》第 44
册,第 48 页),这与千万里家族行迹相去甚远。 《大明遗民史》虽将千世弼列入千氏

族人名单中(明义会编:《大明遗民史》上卷,第 252 页),但“千世弼”信息尚待考

证。



备经沧桑浩劫,无恙故在。 使我小中华章甫缝掖之士,获睹皇明

人物于神州陆沉之后,复得皇明文字于元气澌尽之余。 虽其只字片

言,东人之所可爱玩而不忍其沉没者,则千君之必欲公其传于世,诸
君子之感慨备述而乐成之。 乌可已也?①

李汇宁感慨自己于神州陆沉之后还能再睹“皇明文字”,自然乐意将千氏

事迹传布士林。 千锡厚则专门拜访朝鲜官员、儒学名流及忠良后人,请他

们为千氏族谱作序,吏曹判书李宜翼、刑曹判书洪直弼、金尚容后人金愚

淳、冶城士人宋昊烨等人都曾受邀。 宋昊烨序且赞千氏为“中华之名族,
我国之华阀,昭然若合契焉”(卷四,叶十七)。

而旌表先人、教化后世的最有效方式,则是将曾经模糊的家史具象化

为现实的记忆之场。 其具体做法便是立祧建院,将千万里作为颍阳千

氏在朝鲜的不祧之祖,为之建院奉安。 纯祖二十七年(1827)三月,固城

幼学千孟大等因七代祖千祥墓山位于固城(今韩国庆尚南道南端) 之

故,“伏念花山君万里既以不祧之位而后承零替,祠板不传,臣矣等区区

为先之心,恒切伤痛,欲为立主,以奉香火” (卷四,叶一) 。 当时,代远

勋臣祠板之不传者,皆上吁而蒙恩追造,如东征名将李如梅祠板即因朝

命而为之。 因此,千孟大等人也向李如梅祠板追造之例看齐,上言礼

曹,请求追造。 礼曹不敢擅便,为防无向隅之冤者冒滥追造,遂称“其不

祧一款,臣曹元无可据之文献” (卷四,叶二) 。 后来,庆尚道观察使郑

基善委托固城县令韩义植查核并回复,确认千万里东出事迹为实,传来

文迹虽因火荡尽,但其谱牒世系仍存;千祥即是千万里之子,随军东征,
坟墓在固城县葡萄面,有康熙庚午移葬时短碣记载可查(卷四,叶四) 。
千孟大亦是千万里八代孙无疑。 据此,礼曹准许千孟大依李如梅祠板

追造之例,立主奉祀;千万里作为东渡朝鲜的千氏“始祖” ,也被朝鲜官

方确定下来。 正如日本学者宫嶋博史所讲,被认为是同族集团始祖的

人物,一般都是具有显赫功绩的人物,其子孙后代也以此来展示自己的

社会威望②。
纯祖三十一年十月,纪念千万里的虎岩书院在庆尚南道固城郡葡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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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汇宁:《古溪集》卷三《思庵千公实纪序》,《韩国文集丛刊续》第 119 册,第 536—
537 页。
[日]宫嶋博史著,朱玫译:《两班:朝鲜王朝的特权阶层》,中西书局,2024 年,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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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虎岭山下壮左洞上梁,千万里祠板建立,定于每年阴历八月一日(千万

里生辰日)与地方儒林合同奉祭。 全罗道进士崔祥翼特作《皇冈书院庙

宇上梁文》献颂,赞赏千氏未忘皇朝之恩,丹忠题壁,“登白头而吟诗,难
禁越鸟之怀古”(卷二,叶一至二),希望千氏家族及时弥补因先前文献遗

失没能立主祭拜而造成的遗憾;既然“圣主之俞音特降于建庙”,那么,以
书院作为新的记忆之场、揖让之场,也为传承家风树起精神象征(卷二,
叶三)。 宪宗元年(1835)十一月,皇冈书院庙宇上梁,庙在清道郡东一面

大皇山下三圣洞,由千氏家族与地方儒林共同创建,定于每年阴历三月三

日奉祭。 监役崔琳作《皇冈书院庙宇上梁文》献颂①,希望千氏后人借以

光大思庵事迹(卷二,叶七)。 千氏建院皇冈,起意于纯祖时代,这也正是

千锡休当年拜访成大璡的目的之一。 但直到宪宗时期此事才落实下来。
崔琳文中也提到,“兹卜吉地,允叶佥谋” (卷二,叶七);关于院号之名是

用“皇”字还“凰”,千氏也征求过士林人士意见,曾任司谏院大司谏的儒

臣柳致明认为“皇冈之号只因地名,则似不至未安”(卷二,叶十一),遂定

“皇”字。 处士李圭执《奉安文》赞曰:“庙貌新成,遗像肃严,有丹其楹,荐
以豆笾,匪直私情,英灵陟降,庶歆此诚。” (卷二,叶十) 另据《大明遗民

史》记载,朝鲜半岛内纪念千万里的场所还有千纬永、千禹永等人于高宗

二十五年(1888)在庆尚北道闻庆郡山阳面富岩里(旧尚州郡京外里)创

设的鲁阳影阁,千思勋、千思禄等人于 1919 年在庆尚南道晋阳郡大谷面

雪梅里创设的万瞻阁,以及千宽根在地方儒林协助下于 1962 年在庆尚北

道安东市马野龙头山下创设的东山书院等②。 在这些场所的创设和奉祭

活动中,一直都活跃着朝鲜地方儒林的身影。
高宗七年,千氏后裔在南原郡环峰下找到千万里墓,居人称千都督

墓。 高宗三十五年,千氏族人竖碑于神道,邀请著名性理学家奇宇万为之

铭。 奇宇万瞻思庵遗像,赞其“英风毅烈”,“以公毅魄,当百世不昧,则吾

于此不能无望焉”,于是作神道碑铭,以示无忘思庵公壬丁勋劳:
师旅言凯,东方以宁。 公则无归,惠此东方。 花山薄封,于公曷

光。 侑食报坛,足慰舆望。 屹屹环峰,毅魄斯藏。 真影为祠,其里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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芳。 含齿戴发,斯须可忘。 口碑百世,神道始铭。①

高宗三十八年八月,中枢院议官李凤来以“尊攘失序,尤宜崇奖功阀,激
励将士,光先朝之遗志,恢中兴之大业”,再次为千万里上请特施节惠之

典,“以为树风声、奖勋业之地”②。 近代朝鲜,民族危机加重,国内亟需尊

攘大义来唤醒人心,拯救国家于危亡。 在李凤来眼中,千万里事迹已经成

为一个尊攘爱国和守望精神的符号,千氏家族“树不世之勋,絜家仍留,
独秉春秋之义”③,集忠义于一体,对于朝鲜社会具有积极的教化意义。
此外,弘文馆学士金永穆也曾上谥状于礼院。 纯宗四年(1910)六月,朝
鲜政府为千万里赠谥“忠壮”———“虑国忘家曰忠,胜敌克乱曰壮”④,千
万里东出事迹愈加受到推崇,其背后饱含着近代朝鲜对提振民族精气、争
国权、反侵略的现实渴望。

千氏早先虽是边缘化的异乡人,但其后人积极融入朝鲜本土社会,通
过官方认可、立祧奉祀、名流献颂等方式,对家史进行了层累的构筑和宣

传,并将家乘文献《思庵实记》多番增补并刊印于世,从而在明遗民群体

中成功塑造了一个世袭忠孝的“大明华族”⑤案例,这与朝鲜近代官方宣

扬的爱国义理精神也颇为契合。
综上所述,千万里事迹从起初停留于家族文本的残阙记忆,逐渐被朝

鲜官方认可、被朝鲜士林传颂和推崇,揭示了东征之后首批留朝明遗民家

族的阶段性发展轨迹。 千氏家族流寓朝鲜三百余年,其历史命运的变化

与朝鲜官方的政策取向、文化氛围以及朝鲜士林的关注程度,均密不可

分。 正是在朝鲜后期尊周思明的大背景下,千氏后裔顺势而动,结交名

流、博采公议,积极融入朝鲜本土社会,从边缘靠向主流,从而实现了本土

身份的跨越和家族地位的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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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玎洛重修:《思庵实记》卷一《不祧庙重建上梁文》(李文和作),叶三十九。



四、余论:“尊周思明”背后东渡明人的本土认同

近二十年来,国内学界一直在讨论“尊周思明”问题,但始终缺乏一

个可作长时段考察对象的家族案例,来具体梳理明遗民融入朝鲜本土社

会的过程,也没有真正考虑过朝鲜时代“皇朝人”待遇变化的阶段性实

相。 而《思庵实记》既记述万历东征将领千万里及其后人流寓朝鲜、守望

故国的事迹,亦是一部东渡明遗民家族与朝鲜本土社会的融合史。 它在

千氏家族记忆的“虚”“实”之间,勾勒出晚明首批留朝东征将士寄寓朝鲜

半岛之后的家族发展轨迹。 千氏东来朝鲜之时,虽身披“明国”光环,但
其作为外来移民,在两班贵族统治的朝鲜社会,只能处于边缘地位。 及

至英祖时代,绝大多数“皇朝人”后裔在朝鲜的处境并不优渥。 但在正

祖、纯祖二代,恰值官方大力推行尊周文献整理工程①,千氏便借助“修

史”这一文化手段,在朝鲜王朝欲将儒家伦常特别是“尊君” 、节义观念

向下渗透②的过程中,及时塑造并宣传其忠良义节的家族形象。 《思庵

实记》以及学界早已关注的《小华外史》等私撰史书都是在此背景下产

生的。
与《小华外史》以搜集明朝、朝鲜官方文献来宣传“ 尊周大义” 不

同,《思庵实记》 以千氏所藏私家资料、残本文献为主,它不书清朝年

号,采用“崇祯纪元后四丁未” “崇祯纪元后三甲申” “崇祯纪元后四戊

戌”的纪年方式,尽显念切风泉之旨。 尽管《思庵实记》存在讹误,夹杂

很多“模糊” 记忆,但它作为一部有关“东征明将千万里” 的史源性文

献,被朝鲜后期官修文献《日省录》 《承政院日记》征引,对朝鲜时代士

人文集以及近代之后形成的《大明遗民史》 《朝宗岩文献录》 《朝宗岩文

献录续集》等汇编类资料,亦产生过长远影响。 这也说明,《思庵实记》
虽然是朝鲜后期才出现的明遗民家族史,但迎合了朝鲜统治者的现实

需要,是推动“尊周思明” 文化的有力注脚,故而很快获得朝鲜本土的

正面认可和接纳。
《思庵实记》的撰修重点并不在于精确考辨千万里父子东征事迹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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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之细节,而是为了给流寓异国的颍阳千氏家族找寻和争取在朝鲜社会

立足的历史荣耀和身份定位。 《尊周汇编》曾将“皇朝人”之“恩典”归纳

为四种,分别是展拜、恤禄、制射和旌褒,《思庵实记》编纂者紧紧抓住了

“展拜”和“恤禄”两个要点。 宋昊烨在《旧谱序》中讲,千氏世德彰明,联
绵至今的关键正在于,“我朝列圣之褒恩异宠,世世特降。 英庙朝有顾恤

之命,正庙朝有世禄之教,纯庙朝有参班于忠良之命” (卷四,叶十七)。
此后,千氏家族中有多人登科殿试,形成了集忠义和崇儒于一身的家风,
更有人参加近代抗击日本殖民侵略的义兵斗争而载名史册。 在朝鲜近代

的国家危机中,千万里“保华于国”“守华于身”①的事迹不仅承载着千氏

家族诚敬感恩、寓慕追远的历史记忆,也在朝鲜近代民族救亡运动中被朝

鲜士人赋予新的时代意蕴,成为朝鲜民族救亡运动中自主自尊之爱国大

义的精神符号。

【作者简介】石少颖,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。 研究方向:中外关系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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